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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张玮玉 

 

新科技的普及日新月异。一份数据1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到 24 亿，占全

球人口的 34%。从 2000 年到 2012 年之间，互联网用户数目有了近 566%的增长。北美洲在全球处

于领先位置，互联网普及率在 79%左右。欧洲和大洋洲紧跟其后，达到 65%上下的普及率。中东

地区和拉丁美洲处于一个区间，普及率都略高于 40%。亚洲的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在 28%左右。

非洲最低，只有 16%。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的数据2显示，截

至 2013 年全球移动电话户口量已高达 68 亿，几乎等同于人口数量，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固定

电话户口量（约 12 亿）。地区间的不平衡依然明显，非洲和亚洲分别列倒数第一、二位。同

2006 年相比，全球移动电话户口量增长了 309%。如此快速的普及在科技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

类科技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普及速度太快而无法清晰地体现出来，为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本章将首先界定新科技和政治传播这两个主要概念，接着简略地回顾政治传播研究的历史，

然后将焦点转向新科技研究的历史，并以互联网和政治传播为重点阐述新科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最终本章将提出一些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动向。 

 

新科技的界定  

所有科技都曾经是新的 （Marvin, 1988）。印刷术结束了对口口相传的依赖，将信息固定化在纸

质传媒上，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形态与习得方式。电台的出现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时代，很难想

象现今的听众们还会被一出“火星人入侵”的广播剧所愚弄。电视机取代了饭桌和供桌，成为了

客厅的中心，将来自家庭以外的各类信息带入人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即便是固定电话刚出现时，

有关它改变人类社会的预言也是不绝于耳。时间过去了，我们看着这些曾经的新科技，发觉它们

都曾被赋予极高的期望，似乎改天换地只是瞬息之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确被这些曾经

的新科技改变了许多，但是教育、传播、人际关系等等根本议题似乎还是在困扰着人类社会。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科技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词汇。似乎只有我们刚开始使用或即将使用的

科技才可以被称为“新”，才有带来重大改变的可能性，而种种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的科技（例如

水、电）却被忘却。本章对新科技的界定因此相对严谨，特指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涌现并普及的

信息传播科技，以电脑、互联网、移动电讯、电子游戏等为主要代表。这个界定首先排除了这个

历史时期涌现的其他科技，比如说运输科技、医疗科技等。其次这个界定也排除了稍早开始

（1950 年左右）的有线电视热潮，将有线电视归为电视技术的延伸，受制于电视产业的固有模式。

再次这个界定不讨论那些曾经涌现但最终未完成大规模普及的信息传播科技，如 vcd 科技。最后

这个定义不强调“新”的革命性隐义，只是撷取“相对年轻”这个含义面向。 

 

                                                           
1请查看网站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2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statistics/2013/ITU_Key_2005-2013_ICT_data.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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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的界定 

政治传播的定义众家纷纭，从宽泛到严谨不一而足。宽泛定义常常从字面出发，将政治传播描绘

成“与政治相关的所有传播过程”。这个宽泛定义有两个关键词，政治和传播。我认为宽泛定义

的主要困难来自于界定这两个核心概念。首先何谓政治？这个问题连政治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

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就是一切与政府的产生、运行、更替相关的活动。另有一些学者觉得将政治

局限于政府过于狭窄，应该将政治视为涉及人类自我组织的所有活动，政府只是人类自我组织的

方式之一。举例来说，Negrine 和 Stanyer (2007)在他们的《政治传播导读》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

个定义，政治传播就是“社会主体之间就政治事务进行的一切传播”（p.1）。这个定义进一步将

传播的行动者，即所谓社会主体，界定为“媒体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市民公众。”这个对于社会

主体的分类基本受到了认可，其他各家的定义或多或少采用了这一三分法。遗憾的是关于政治事

务的定义依然不够清晰。其次何谓传播？一个传统的分类是根据传播的范围将其分为人际传播、

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四类。但是这个分类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传播这一行为或者现

象的本质。McLeod，Kosicki，和 McLeod (2009， p.228)提出政治传播着眼于“政治行动者、普罗

公众以及新闻媒体间的讯息交换。”这个定义将传播解释为讯息交换，具有鲜明的认知心理学的

色彩。McNair（2007）的定义强调传播必须是有目的性的，从而排除了无意识的讯息交换，体现

了对传播主体的能动性的认可。由此看来，一个统一的、普适的定义可能是不存在也是无意义的。

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论界定必须在有关历史背景和学术环境下进行，一个字典式的定义对我们来

说可能是无甚帮助的。因此本章对于政治传播的界定不是从释义出发，而是从划定疆界出发，从

而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科技是如何进入这个版图并重新定义这个版图的。 

任何版图都不可能是无限的。本章对于政治传播的追述起源于美国传统，随着叙述的演进逐渐融

合英国、欧洲大陆以及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将美国传统作为源头并不是对于其他传统的轻视，而

是根据一个基本事实，即政治传播这个学术领域在美国传统中最为发扬光大，甚至于政治传播这

个学术词汇都是在美国传统中最为普及。比如说，英国传统习惯于将此类研究称为“媒介与政治 ”

研究，强调媒介体制、媒介文化、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政治意义。欧洲大陆传统往往从一个

更抽象的哲学高度来讨论传播的政治意义（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很少将自己限定在传播这

一学术领域。本章的下一部分将提供一个简略的历史回顾，间中讨论当时的所谓新科技是如何影

响当时的政治传播研究的。 

 

政治传播研究的简略历史 

政治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充分体现了传播学交叉领域学科的特质。即便是美国传统

的政治传播学，也受到了多个学科的直接影响，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修辞学

等等（McLeod，Kosicki，和 McLeod , 1994, p.125）。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可以追朔到美国传统

起源时期的历史要求。二战期间的宣传研究常常被认为是激发传播学诞生的一个现实要求。如何

使用传单、电影以及电台等传播技术来说服本国人民和军人支持战争，并影响敌国人民和军人，

这些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需要，从而为美国传统奠定了媒介效果的导向。如果宣传

研究还持有对大众媒介效果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电台广播可以左右听众的想法），随之而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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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效果时期可以看作是一种更正。有限效果的代表学派为哥伦比亚学派，他们的研究几乎完全落

在政治传播的范围内，更具体来说，几乎完全落在选举研究的范围内。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传播

研究的主要议题是解开选民们如何决定投票的迷惑，一些 经典理论如两步传播理论（two-step 

flow）因此产生。与选举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后来成为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代表理论

有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框架理论(framing)等，以研究媒介如何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作为主

要议题。这一时期被一些学者称为强效果的复活期，对媒介的效果在哪里怎样产生作用有了更深

层次的认识。不得不说电视的普及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政治传播的走向，政治家们的影像声音得

以进入每个家庭，从而改变了美国政治的规则，也改变了与政治相关的传播机制。 

选举研究可以看作是美国传统的政治传播的一面大旗，而另一面旗帜就是所谓的民意研究。民意

研究不仅仅对选举期间选民的态度行为感兴趣，还将非选举时期人民对许多政治议题的态度都列

入研究 范围内 （Donsbach & Traugott, 2010）。民意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对调查方法的依赖，

民意调查在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产业，甚至成为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体制。基于民意研究的

这些特点，这个领域目前几乎已经独立于政治传播而自成一家，旨在描绘民意的分布、解释民意

的产生、以及改进民意调查方法。民意研究的这一独立性可以在它拥有自己的学术协会这一点中

看出来，美国民意研究协会以及世界民意研究协会都有自己固定的学术会议。即便如此，民意研

究和媒介效果研究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两者都因为媒介作为影响民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给与

极大的关注，并共同使用一些基本理论如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 

选举研究和民意研究都主要关注态度，当然选举研究也关注一个特定行为就是选民的选择。与这

两者不同的是，政治参与研究认为政治行为远远多于投下选票这个动作，选举与选举之间的种种

政治参与才使得政治体制得以维系。政治参与研究可以追朔到美国政治学家 Verba 以及同事们一

系列关于政治参与及其不平等的著作（1978， 1995）。传播学者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关注政治参

与，并企图将媒介效果传统带入这类研究，专注于各类传播活动（如新闻媒体的使用和日常政治

讨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政治参与研究的崛起和美国 1960 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 运动有很大关

系，这一时期的现实显示投票不再是唯一的影响政治的方式。政治参与研究因此也特别具备政治

社会学的色彩，关心人们是如何从社会化过程以及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形成政治态度以及习惯的。

著名的社会资本学者 Putnam（1995）就曾将美国人社群参与的减少归罪于电视，认为电视将人们

留在家中，占据了他们原本和邻居们交往的时间。 

与美国传统几乎同时发展的是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传统，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和

这个传统紧密相关。两个传统的最早交集以欧洲传统的批判学派对于美国实证传统的批判呈现。

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强调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关注政治系统（包括媒介系统）、社会

群体多于个人。批判常常建立在一些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对媒介与政治的反思多强调这些已有体

制的压迫性。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倾向，不难理解这种批判现有体制的路数。这

个开始于选举研究时期的对峙，笔者认为长远来看对传播学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批判传统与实

证传统的相互排斥，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相互不屑以外，两个传统各行其道。甚至于

在某些中文传播学的书籍里，实证传统被不公正地贬低，批判传统又过分被拔高。可喜的是，随

着传播学的国际化，对峙的状况正在改善。当不同于英美以及欧洲的政治系统成为我们的研究情

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既需要高屋建瓴的批判与反思，也需要细节严谨的求证与描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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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过程。笔者认为，比较政治学及其下属的比较媒介学较好的进行

了这样的融合。以 Voltmer（2006）为代表的比较政治传播学者，在厘清政治以及媒介系统的前

提下，进一步研究个体受众对媒介内容的反应。实证研究的方法可以使用，但是其中的一些对于

系统的假设必须首先得到修改，相对应的测量工具等也要得到修改。基于这样的学术发展现实，

有关新科技和政治传播的研究从早期就呈现了一种批判学派和实证学派并驾齐驱的势头，本章的 

下一部分将详细描绘这相对短暂的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 

 

新科技研究的历史 

以电脑、互联网、移动电话为代表的这一轮新科技，其历史不过半个世纪，但它们的普及速度之

快覆盖面之广却是以前的科技无法比拟的。电脑最先是以处理大型数据的工具出现的，上世纪 60

年代左右，电脑开始向传播科技发展。根据 Rogers 和 Malhotra 的历史回顾（2000），一些具有

很强的前瞻性眼光的先驱们，首先看到了电脑作为传播媒介的巨大可能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

了这些新科技的发展方向。这些被提名的先驱们多为美国大学教授或者大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他们对于电脑以及电脑网络的设想因此也常常较理想化。基于这个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有关

新科技的学术研究常常受到了这些先驱们以及他们的思想的影响。很多早期关于这轮新科技的著

作充满了预测的意味，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些预测也往往

倾向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这些新科技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的一些问题。随着新科技

的普及，更多的学者与研究机构 加入进来，开始了 Wellman（2011）所指的描绘期，即系统地描

述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新科技的。一些长期性的研究项目，如 Pew 互联网研究中心、世界互联网

研究项目等都以定期发布对用户及其行为的报告为任务，在国内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互联网研究中

心定期发布的报告。当新科技几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有关研究开始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即分析期。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调查问卷）描绘这些新科技的使用，而是

企图综合不同学科的强项来分析新科技的影响。这一时期中，互联网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

究领域开始兴起，来自于社会科学、工程学、计算机学等等领域的学者们聚集起来，一些专门研

究互联网的机构诞生了。与此同时，互联网研究在一些传统学科逐渐取得了合法性，传播学作为

一个相对年轻的多领域学科，对新科技的容纳是最为迅速的。同样的趋势最近可以在移动电讯研

究中看到，移动科技的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综合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中，国际传播学年会在过

去的五年中几乎年年都会举办专门关于移动科技的前会。 

尽管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常常被看作是电脑以及互联网的诞生地，商业力量和官方力量在这轮新科

技的发展中也非常重要。商业力量的加入不但推动了新科技的普及，而且改变了理想化的先驱们

为新科技设想的未来。一些重大的新科技公司如微软、诺基亚，不但是技术创新的先锋，也是新

科技研究的重要力量。微软研究中心在招募技术型研究人才之外，也招募社会科学的学者作为团

队的一分子。诺基亚研究 中心一度聚集人类学者从事移动电话在用户每日生活中的使用的研究。

不过这些商业研究从根本上是为了商业利益服务的，因此议题与范围都受到了限制。官方力量也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先驱们设想的未来，种种政策制度减弱了这些新科技的乌托邦色彩，并逐渐

将它们纳入已有的管制范围内。理解了这些历史发展之后，我们就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新科技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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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传播的影响会长期纠结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争论之中。下面笔者将以互联网对政治传播的影

响为主要关注点来描述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 

 

互联网与政治 

互联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成两个面向，一个是“有关互联网的政治”，另一个是“互联网

上的政治”。前者是围绕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先驱们曾经想把互联网变成一个自由平等

的虚拟天下，但是种种商业、官方、政治力量都不断地改写这个理想。这一面向可以和欧洲传统

的媒介政治经济学相类比，关注的是互联网如何受到各类权力的影响。后者是将互联网看作一种

媒介、一个平台、或者一类空间，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在这个新舞台上上演，不可避免会呈现一些

以往未见的新形态和新意义。这一面向关注于传统的政治主体们，包括政府、政治家、政党、利

益团体、活跃分子以及普通民众是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除了信息交换之外，意见的形成与表达、

情绪的分享、有政治意义的行为等等，都在互联网这个场域中发生。 

有关互联网的政治通常发生在网下，互联网行业的结构、政府的政策法规都是互联网政治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3 年全球瞩目的 Snowden 事件充分体现了政府监管与网民隐私之间的冲突，这一

冲突不仅仅是某国内部的冲突，而且由于美国在国际上大力推行互联网自由，中俄等国强调互联

网监管，而演变成地缘政治的一部分。谷歌在 2010 年高调退出中国市场就是这种互联网地缘政治

的一个范例。与现实相对应的，有关互联网政治的研究也高度关注两个议题：一是政府如何实施

管制，二是政府应该如何管制。前者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后者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关于各国

互联网监管政策、策略以及行为的研究有时被简化为“互联网审查” 研究，常常与“互联网自由”

这个概念对立。比如说 ，开放网络计划（OpenNet Initiative）出版了一系列三本的书籍来记录全

球范围内的互联网审查活动，第一本《access denied》关注于网络过滤，第二本《access 

controlled》关注于各国政府如何积极使用新科技进行控制，第三本《access contested》特别关注

亚洲国家及其政府的网络控制活动。这些以描绘为主要任务的研究其实不乏规范性的倾向，多数

学者都认为有关互联网的管制和政策应该听取多方意见，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运用“互联

网自由”作为主导概念的研究也很多，比如说，MacKinnon （2012）的《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旗帜鲜明地要求商业力量和官方力量在建构互联网的时候

需要获得用户的首肯。互联网审查与互联网自由之间的话语之争可以追朔到互联网历史早期的乌

托邦理想，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想，虽然受到了各类权力的改写，仍然是相当一部分的用户对互

联网的期待。中国情境下的相应研究也不乏存在，从审查到反审查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如 Qiu, 

2007; Tsui, 2001; Yang, 2010） ，遗憾的是商业力量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互联网政治中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尚未得到系统地考察。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此类新媒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得到

更快的发展。 

互联网上的政治顾名思义主要在网络上进行。由于互联网发展早期的乌托邦色彩，一类研究专门

论述互联网的民主化可能性，一些学者称之为“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或者“e-民主”(e-

democracy)研究。这类研究体现了欧洲传统的重大影响，常常从宏大概念如“商议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等出发来考察新科技能否推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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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民主模型的实现。有多位学者都曾思考过各类民主模型在互联网政治研究中的体现（如

Dahlberg，2011；van Dijk, 2000），并一再号召大家在思考数字民主这一问题时分清不同的民主模

式及其背后的规范性假设，因此才能对互联网的民主潜能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的回答。Dahlberg 的

近作（2011）将数字民主研究分为 4 个传统，分别为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alist)、商议性

(deliberative)、反对公众（counter-public） 、以及自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t）。自由

个人主义的民主模型着眼于新科技提供给个人的自由争取利益的机会，此类模型为多数互联网政

治研究所遵循。商议民主模型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启发，强调互联网如何促进公民之

间以及公民与政府间的商议，这个模型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在使用。反对公众模型并不强调理性的

讨论，而是关注互联网如何帮有助于某些边缘化的政治群体的形成以及斗争。自治马克思主义模

型则将互联网看作是一个激进的工具，可以超越国家与资本主义的桎梏而达到自我组织和共同参

与。与此相类似的，Coleman 和 Blumler（2009）在运用“数字公民”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根据不

同的政治哲学传统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并探讨互联网如何与不同的数字公民模式产生联系。这些

研究表明有关互联网能否推动民主化的争议（如 Hinderman, 2009） 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民主模型

之间的争议。比如说，有的研究发现信息的极大丰富加强了个人争取权益的能力，有的研究发现

公民之间的网上讨论并非那么理性，前者可能就此推论互联网是有利于民主化的，而后者却声称

互联网不利于民主化。民主模型的讨论提醒我们互联网或许有利于自由民主，而并不能自发的为

商议民主服务。数字民主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也许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学者们可以试

着提出适用于中国互联网的分类，看看互联网在中国环境下到底促进了哪些政治理想的实现，又

是怎样阻碍了另外一些理想的实现。 

本章对关于“互联网上的政治”的研究将以政治主体来分类，回归政治传播的传统界定。如上所

述，政治主体可以分为政府、政党、政治家、民间组织、新闻媒体、政治积极分子、普罗公众等

等。这些政治主体是如何运用互联网来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这个问题将成为笔者组织研究成果

的主线 。先从政府开始，各国政府都企图利用新科技来加强管制的效率和合法性，“电子政府”

(e-government)、“电子管制”(e-governance)、“电子咨询 ”(e-consultation)等名词曾出不穷。很

多研究项目都直接受到政府资金的赞助，建立一些电子平台并考察它们对公民的影响。研究表明

(Reddick, 2010)，互联网有利于政府部门公开一些法律政务信息，使得公民们查找这类信息的需求

得到很大满足；另外也有利于政府部门将一些公务服务电子化，大大减少公民办理此类事务的时

间，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与此同时，互联网也给政府管制带来很多挑战，尤其当灾难事

件等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快速常常挑战政府部门的应对速度和策略，或者一

些公民不满公务服务的一些漏洞而公开批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也必须提高危机处理的能力。研

究人员发现(OECD, 2003)，尽管互联网在信息公开和电子服务方面贡献很大，多数政府在运用新科

技来整合公民参与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有一类考察政府主导的电子参与的研究经常陷入鼓励

公民参与和保持政府控制的两难之中，一方面公民似乎并不总是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如有的电子

平台无人问津），另一方面有些政府部门害怕过分自由的参与会导致极端言论而对一些电子平台

实施严格控制，或者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积极对待电子平台上的参与。这样的困境与更深层次的

政治结构、权力关系有关，因此新科技本身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困境。 

政党是另一类非常重要的政治主体，政治家在很多国家都必须和政党相结合，本章的回顾因此将

这两个主体合并讨论。政党支持的选举候选人如何在大选期间利用互联网等新科技进行助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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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美国传统影响下的互联网政治研究的最重大课题。从实践来看，美国最近几届总统候选人

对于互联网的娴熟运用，显示了新科技在大选中扮演的重大角色。比如说，奥巴马的新科技团队

成功地利用社会媒体组织他的支持者们在网下为他助选，奥巴马在视频网站上的短片也成功地吸

引了年轻选民的注意，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打击了形象相对不那么年轻的对手。有关如何策略

化地使用互联网来进行助选的书籍风靡一时（如 Hendriks 和 Denton, 2010） 。与此相对应的，互

联网在非西方的民主大选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举例来说，马来西亚的最近两次大选都显示了两

个对立政党积极使用互联网来争取选民，一些博客作者最终当选为民意代表。学术研究对选举技

巧和策略的兴趣是有限的，研究更关注的是有普适性的结论或者理论（如 Parmelle 和 Bichard, 

2012）。其中一种就是利用统计方法来比较使用和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候选人的得票情况，另一种

是用社会媒体上的支持率来预测当选概率(Skoric, et al., 2012)。不少研究发现，新进的挑战者或者

在野党的候选人倾向于积极使用网络来为自己造势， 但最终得票情况还要考量其他因素。在某些

国家，社会媒体的 支持率几乎与最终选举结果一致，但在另外一些社会媒体不太普及、城乡差距

大的国家，这种一致性尚未得到支持。 

互联网提供的低价有效的传播渠道使得政党可以在选举期之外保留它们的网站和社会媒体，在选

举之后继续影响选民，这一事实进而促生了一个名词“永久的助选”（permanent campaign）。

至少在有选举的国家，这一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根据 Nixon, Ward, 和 Gibson（2003）的总结，早

期的政党网站更多起到的是一种符号作用，表明这个政党是开明创新的。后来政党网站被整合到

主流政党传播中来，辅助传统的传播渠道如党刊等起到了与党内支持者交流的作用。可是政党总

体来说对新科技的使用还是相当谨慎与保守的，很多时候还是依赖已有的党内结构来行事 ，对从

下而上的党员参与进行管理和疏导。这样的发现可能不太适用于政党政治没有那么定型的发展中

国家，对于新科技的大胆使用是这些国家的反对党的特色，尤其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为执政

党所严格控制，马来西亚就是一例。但是最近的 2013 年大选，马来西亚执政党奋起直追，似乎在

运用新科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并取得相当成效。因此笔者建议在考察政党政治在互联网上的表

达时，还是需要回到已有的主要政党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看。 

一些学者（如 Bimber, 2003）认为，运用互联网最具创造力的政治主体是一些非政党的政治或者

民间组织，美国的 moveon.org 就是一个典型。这些民间组织的崛起体现了一个从政党政治向议题

政治转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公民们不再 仅仅满足于定期选举民意代表，而是希望能够在他们所

关心的议题上有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些民间组织常常以某些议题为中心，组织并动员公民们的 积

极参与，从网上募款到电子请愿到制作病毒性传播的网络短片等形式不一、风格不拘。Karpf 

（2012）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绘了美国的利益团体政治如何因为这些围绕互联网科技而建立起来

的民间政治团体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转变。他论述了新科技的重要性，但也同时提醒读者，这些新

型组织还是具备组织的架构，和一些分析家认为的完全自发的集体行为还有一些差距。他还指出，

这些民间政治组织虽然有很多支持者，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现状，即

党派分野仍然是这些组织的基础，超越政党的商议民主在这类组织中并不常见。 

新闻媒体一度被誉为“第四权力”，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互联网也被称为新媒体，强调了

网络作为新闻载体的属性。已有的新闻媒体纷纷推出网络版以应对网络上快速大量传播的免费信

息。随着纪录与传播科技的普及，由普通民众进行报道的公民新闻开始崛起。传统新闻业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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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以及公民记者的涌现，成为了研究新闻媒体与互联网政治的两个关注点。当互联网被看作是

与电视、报纸类似的新闻媒体时，很多传统政治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都可以被应用到研究互联网

上来。比如说，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就可以被用来研究网上的议程设置过程，看看网民对议题重

要性的判断是遵循网上议程还是网下议程，或者看看网络议程是跟随传统媒体议程还是相反。这

种简单地应用经典传播理论的研究忽略了网络独特的媒体属性，无法深入考察网络媒体与传统媒

体的本质区别。Tewskbury 和 Rittenberg （2012）的著作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互联网新闻的不同之处，

首先用户们不再是 被动的接收者，而是积极主动的选择者；其次网上信息极大丰富，各类专门性

的新闻服务层出不穷，导致了新闻受众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散； 再次由于人类有选择自己喜爱的内

容的倾向，网上新闻的丰富性鼓励了用户只看与自身已有喜好相一致的信息，而当用户们的已有

喜好一而再地被加强时，他们的观点可能变得更偏激，而在总体上导致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网

上新闻的使用和消费常常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网上新闻的制作与传播就需要从组织

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了。例如 Boczkowski （2005）的著作就考察了传统报纸媒体（如

纽约时报）以何种策略将互联网纳入每日新闻制作的流水作业之中的。最令新闻研究人员兴奋的

是互联网以及电子摄录设备的小型化傻瓜化促进了公民记者的诞生和普及。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

不同，他们不受传统媒体体制的约束、没有经过职业化的训练、也不涉及职业记者圈的利益关系

和文化，这使得他们的报道迅速快捷在场感强烈但是缺乏职业素养（如全面客观经过核实）。除

了探讨公民记者的优劣之外，一些研究也关注传统职业新闻媒体如何与公民记者相互配合取长补

短。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涌现，人们获得新闻消费新闻的方式 将大大改变（ 如微博成为新闻的一

个重要传播渠道），我们期待能有更多对新兴新闻载体的研究。  

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不仅仅是为了传播新闻而存在，对于很多政治主体来说，

它更像一个平台或者一类空间，使得这些政治主体能在其中有所作为。行文至此，笔者将着重讨

论政治积极分子和普罗公众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积极动员、自我组织、实现影响的，这类研究常

常被称为网络积极行动（cyberactivism）或者电子积极行动（digital activism），是互联网政治传

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理论来看，这个分支受到了政治社会学的很大影响，常见的理论包括

社会运动、社会网络、新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批判衍生的附属另类公共

领域（subaltern public sphere）理论（Zhang, 2006；2012）。从具体研究来看，这个分支倾向于

关注某一个或者一类网上空间，深入探讨一些有政治诉求的网民们是如何聚集起来、建立网上社

群、发展社群间的合作、最终向更广阔公众发出诉求的。举例来说，McCaughey 和 Ayers（2003）

编撰的书籍中收录了一些这类案例，有的案例与前面提到的民间组织紧密结合，有的则更倾向于

草根生长出来的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尤其是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同性恋、少数民族、移民等。

这个分支在中国情境下的发展最为蓬勃，可能是因为上述的一些政党与选举政治等并不适用于中

国，而中国网民的积极行动却屡见不鲜。Yang（2010）的著作就是一个典范，这本书详细探讨了

多个网民以及民间组织运用互联网 推进政治诉求的案例，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中国网络社会的发

展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发展是并行的。 如果网络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石之一，我们

的研究就应该更多地考察新科技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运行中的角色与作用 (如 Zhang & Wang, 

2010)，尤其是与西方在工业化和大众传播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大胆抛弃一些基于西方历史实际而产生的关于政治传播的假设，例如“只

有选举政治才是民主”，仔细观察中国事实并小心分析一些看似普通的每日生活（如 Zhang & 

Mao, 2013）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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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政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有关普罗公众在网上的政治讨论。这些讨论有的是自发形

成的，有的是民间组织或者政府部门领头的，指导这类研究的理论是受到公共领域概念激发的商

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关于政治讨论的研究由来已久，经典的两步传播理论就

曾指出大众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必须经过人际传播这一个中间程序，公众之间的讨论可以改写大众

媒体的效果。随着政治讨论研究的演进，政治异议（political disagreement）这个概念出现了，这

类研究指出政治讨论对讨论者的影响还要取决于讨论中有多少异议出现。一方面，政治异议体现

了政治讨论的多样化，不同的信息和观点被带入讨论，有启发民智的优点； 另一方面，政治异议

可能带来负面的情绪影响，因此当讨论者意识到对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时候，可能会转开话题或

者可以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并进一步地阻碍这些讨论者采取政治行动。互联网所具备的人际交

流功能（如论坛、即时聊天 工具、社交网站）提供了政治讨论的土壤，网络用户的多样性也在理

论上提供了人们与不同人交流的可能性。一些民间组织就企图利用互联网的特性来组织公民们进

行政治讨论，希望由此教育公民，让他们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顾全大局。研究人员也加入

到这一热潮中来，比如说，宾西法尼亚大学 Vincent Price 教授所领导的一系列网上商议（online 

deliberation） 项目，创造性地使用聊天室工具来组织来自全美的参与者在网上讨论总统大选、健

康改革等重大议题。政治讨论里的重要概念如异议也在网上商议研究中得到强调，Stromer-Galley 

(2003) 的研究发现网民们想要知道和他们不同的人是怎样想的，但是 Wojcieszak 和 Mutz（2009）

的研究发现这些与不同的人之间的讨论倾向于在非政治性的讨论空间发生。笔者的博士论文专门

探讨网上商议所 面临的不平等挑战，如何让那些在网下已经落后了的公民不被网上商议这个体制

进一步边缘化，这将是网上商议研究和实践需共同解决的难题（Zhang, 2010）。 

 

展望未来 

本章着重讨论了互联网科技对政治传播以及政治传播研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无

法详细论述其他新科技如移动电讯和电子游戏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比如说，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已

经超过电脑，成功地进入了相对不发达地区和相对低收入人群，移动电话对电子鸿沟的改善因此

成为了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一个名为“信息传播科技与发展（ICTD）”的研究领域特别关注新科

技如何 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边远地区的发展，可惜这个领域在传播学中还是边缘。电子游戏

的研究更加处于早期，但是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如何促进社会

变革。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移动科技和电子游戏的进一步普及，关于它们的研究也会有更长足的

进步。 

新科技与政治传播这一领域虽然还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期，但是一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足

仍然存在。笔者将从理论、适用范围、方法这三个点来讨论不足和改善之道。首先从理论来说，

如上所述，大多数的研究还是企图将已有的传播理论延伸到新科技的研究中来，因此媒介效果研

究和民意研究里常用的一些理论还是经常见诸新科技的研究当中。并不是说这些理论完全不应当

被用于新科技的研究，而是说这些理论的产生自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而这些历史背景和条件与

当前的状况不甚符合。比如说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一个大众传播中期的历史背景里产生的，

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电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型期，只有几种全国性的报纸

和电视台能对全国范围内的受众产生影响，因此一个相对统一的议程设置过程是可能的。可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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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所带来的信息的极大丰富以及用户的积极选择，都使得一个相对统一的议程设置过程变得不

再可能，这个理论的适用性因此大大减低。另一方面，也并不是说所有传统理论都不适用于当下，

比如说社会网络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惜由于社会网络理论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传播学

对这个理论的借鉴和运用还处于比较青涩的阶段。对于传统理论的依赖阻碍了我们对适用于新科

技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各种新理论百花齐放的状态并没有在这一轮新科技发展中涌现出来，尤其

是对于新科技的本质有深刻体察的理论还没有涌现出来。笔者建议，当我们为新科技与政治传播

创建新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新科技的特性放进理论中来，也就是说，新科技的属性如互动性、

移动性、记录功能等必须成为理论的基础，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新理论和传统理论相比是

有本质上的飞跃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播学者必须发挥传播学交叉学科的传统，努力向其他

相关学科学习新范式，电脑科学和信息科学就是两个很好的老师。 

其次是研究的适用范围问题，由于欧美在传播学中的历史优势，不难理解欧美传播研究的主流地

位，也不难理解为何欧美以外地区的传播学研究长期处于一种邯郸学步的状态。一种是研究者们

将欧美理论和研究范式原封不动或者稍加修改后搬入其他国家，另一种是研究者们完全否定欧美

传统而强调本国的独一无二性。笔者看来两种都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一种复制，前者是为已经被

证明了的欧美理论寻找新的证据，后者仍然是一种中心主义的表达，只是将欧美换作另外的国家

罢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提高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适用范围，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是望向欧美，我

们对自身情境的思考也不能只是以欧美作为标尺来比较，而是扩展视野望向其他类似国家。举例

来说，一个新科技普及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用欧美国家来做参照物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国家

如果想发展自己的 新科技，必须从普及率相仿或者略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学习。与此类似的

是我们的政治传播研究，一个非民主国家和欧美民主国家的比较只会达致你有我无的结论，但是

和其他类似政治体制国家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些政治因素的不同可以导致政治发展的不同。笔者

在这里呼吁传播学者以平常心看待欧美，不谄媚不贬低，认真仔细地考察欧美传统的精髓。更重

要的是，我们需要促进地区间对话以及地区内的国家对话（如 Zhang & Chib, in press），以同样的

积极态度来学习欧美以外国家的研究成果。 

最后是研究方法问题，新科技为我们的研究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巨大的。一方面电子科技的

纪录功能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以前 不可想象的数据来源，数以亿计的用户数据、以秒为单位极速

增长的用户创造内容，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已经来临。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只懂得处理相对较小

的数据库，对这种大型数据的分析还有些不知就里。比如说，大数据的代表性问题，虽然大数据

很大，但还不是全部人口，大数据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人口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

种困难主要源自于抽样过程的不可控性，因此无法推测抽样的误差率。再比如说，如何处理分析

规模庞大的用户创造内容，人工的归类几乎不可能，机器分析又很难深入，如何平衡数量与质量

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难题。可是传播学者必须认识到，研究方法的革命不可避免。传统的问卷调

查、内容分析等量化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的分析要求，新的方法和工具的产生将要求我们重新

思考和学习研究方法。 

小结一下，本章的回顾划定了政治传播与新科技的版图，展现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是如何延伸到有

关新科技的研究中的。尽管新科技千变万化，以政治主体为坐标的版图有助于我们去思考政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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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受到新科技的影响。除此之外，尽管困难重重，新科技和政治传播研究还是大有作为的。从理

论到方法到研究范围，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传播学者们去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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